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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旨在探讨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 运用 “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 数据， 本文建立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并使用 ＫＨＢ 方法对语言能力的效应进行分解， 发现语言能力可以显著提

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是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

感的重要中介机制。 方言能力通过影响社会交往状况， 包括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

社会距离， 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普通话能力通过影响社会经济地位， 包括收入和

主观阶层， 以及社会交往状况， 包括互动频率和社会距离， 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两种语言能力的中介机制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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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从农村到城市、 从中

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 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增加， ２０１７ 年底已达到 ２ ４４ 亿①。 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提高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

感、 安全感。 流动人口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让流动人口享有更

多的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 在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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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大背景下， 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才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促进城

市的稳定和谐。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往往受到收入、 职业地位、 社会交往、 制度保障等因素

的影响。 除此之外， 流动人口在融入流入地的过程中， 语言问题也尤为重要。 共同

的语言是识别身份群体的外显性信号， 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在与本

地人交流的过程中， 流入地方言 （以下简称 “方言”） 和普通话都能起到身份信

号的作用。 中国幅员辽阔， 地形复杂， 不同地区间的方言存在着巨大差异， 一些

当地的文化要素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方言表达出来， 方言从古至今都是识别地域身

份群体的重要标志。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地区间社会交往、 商品流通频率

的增加， 普通话的作用更加突出， 甚至成为一个人文化素质、 道德修养和精神面

貌的体现。 普通话是去地域化的现代市民身份的信号， 有利于掩盖外来者的身份。

无论是方言还是普通话都有助于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建立身份认同， 减少流动

人口受到的歧视， 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语言产生的身份认同还能带来经

济、 社会层面的后果， 方言和普通话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 （赵颖， ２０１６； 马

双、 赵文博， ２０１９； 秦广强， ２０１４； 王兆萍、 马小雪， ２０１９）， 有利于改善其社会

交往状况， 促进社会网络的扩展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褚荣伟等， ２０１４； 黄玖立、

刘畅， ２０１４），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可能作为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中介机制。

尽管国际上已有研究证实语言能力对移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Ｂｅｉｅｒ ＆ Ｋｒｏｎｅ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 Ａｎｇｅｌｉ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与

国际移民相比， 中国的流动人口并不涉及与语言相关的种族歧视问题， 能够更好地

证实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对生活的综合评价， 流动人

口在经济、 社会等层面的适应情况被认为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通过分

析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交往状况的中介效应， 有助于厘清语言能力的作用机制。 方

言和普通话都能够满足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沟通的需要， 但又有所区别， 方言反

映了与特定地域的联结， 而普通话则代表对通用语言的掌握， 比较二者作用机制的

差异， 有助于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本文将使用 “中国城

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 数据建立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并运用 ＫＨＢ 方法进行效应分解， 研

究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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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

（一） 影响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主观幸福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ＳＷＢ） 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

合性心理指标， 包括生活满意程度、 积极情绪体验与消极情绪体验等因素。 幸福感

是个体根据内在的标准对生活质量作出的整体评价， 是一种认知上或情感上的评价

（Ｄｉｅｎｅｒ， ２０００）。 一般认为，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较其他群体更低 （曾迪洋、 洪

岩璧， ２０１６）， 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被认为受到经济收入、 职业地位、 社会交往

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王毅杰、 丁百仁， ２０１４； 许世存， ２０１５）， 这些主要的影响因

素可以被归纳为经济和社会两个维度。

经济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 包括收入、 职业等客观经济地位

要素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许多研究表明， 收入对幸福感有明显的正向贡献

（邢占军， ２０１１）。 但也有研究认为， 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只具有微弱

的联系， 人们的幸福感不一定伴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即 “伊斯特林悖论”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１９７４）， 其他学者发现， 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

大 （官皓， ２０１０）。 此外， 职业也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职业地位越高， 意味着

个体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强， 能够获取更多的优势资源从而使个体感到幸福 （边燕

杰、 肖阳， ２０１４）。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也称主观阶层） 也会影响主观幸福感， 主

观阶层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地位、 社会阶层等级的综合感知， 主观阶层越高的

人对自己的认可度越高， 主观幸福感越高 （闰丙金， ２０１２； 赵玉芳等， ２０１９）。 流

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往往低于本地居民， 职业地位低， 面临着频繁更换工作、 工作

环境恶劣、 福利待遇差等问题， 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李睿、

田明， ２０１３）。

社会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交往状况， 具体而言包括社会关系、 社会支

持和社会网络等。 社会关系有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 社会支持可以传递情感， 从

而提高个体的心理适应能力 （Ｈｏｕｓｅ ＆ Ｌａｎｄｉｓ， １９８８）， 社会网络向个体提供多样化

的支持渠道， 通过提供资源和情感依靠等， 帮助个体获得安慰、 渡过难关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５）。 研究表明， 高质量的社会交往有利于降低抑郁水平和孤独感， 提高个

体的主观幸福感 （邢占军、 张羽， ２００７； 胡荣等， ２０１８）。 流动人口与原来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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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离， 社会交往频率较低， 社会资本和社会支持缺乏， 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不足， 社会交往对于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流动人口

社会参与频率的增加， 本地社会网络的扩展， 与本地居民之间社会距离的减小都

可以显著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刘晔等， ２０１９； 徐小芳， ２０１６； 王毅杰、 丁百仁，

２０１４）。

（二） 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除了经济、 社会等层面的影响因素， 语言也在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语言是识别身份最重要的外显信号， 共同的语言能够建立

身份认同 （连洪泉、 江嘉琳， ２０２０）。 社会认同理论表明， 文化上的相似性是建立

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 个体会根据特定的文化特征将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划分在一起，

形成 “内群体”， 而将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个体排斥为 “外群体” （Ｔａｊｆｅｌ， １９８２）。 个

体会对内群体产生认同， 并通过与外群体的有利比较来提高自尊， 产生 “内群体偏

好” 和 “外群体偏见”。 内群体偏好是指个体会将更多的有利资源分配给内群体成

员并对其产生积极的评价， 外群体偏见是指个体会将更少的资源分配给外群体并形

成消极的评价 （Ｔａｊｆｅｌ ＆ Ｔｕｒｎｅｒ， １９８６）。

就移民和流动人口而言， 由于多数稀缺资源往往掌握在本地居民手中， 如果不

能掌握本地居民的语言， 就容易在劳动力市场、 婚姻市场乃至日常生活中遭遇身份

歧视。 国际移民研究认为， 语言的区隔实际上形成了无形的边界， 区别于移民政策、

教育制度等有形的边界。 语言边界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导致那些不能熟练掌握迁

入国语言的移民难以获得平等的工作和教育机会， 降低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 （Ｂｅｉｅｒ

＆ Ｋｒｏｎｅｂｅｒｇ， ２０１３）。 移民会逐渐掌握迁入国的主要语言， 这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同

化现象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文化同化有利于减少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歧视， 使移民

更好地适应迁入国的生活环境并改善生活际遇， 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Ｓａｆｉ， ２００９）。

即使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等人口学背景要素后， 语言能力仍然对移民的主

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Ａｎｇｅｌｉｎ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国内目前也有少量研究证实了会说当地方言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

提升作用 （冷萱等， ２０１８； 杨丽丽、 张旭， ２０１９）， 但并没有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详

细的探讨。 而有关普通话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只是将普通话能力作为流动人口

文化适应的指标之一 （王业斌等， ２０１８）， 缺乏针对性、 系统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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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语言能力对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交往状况的影响

除了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外， 共同的语言作为身份群体的外显性信号， 还有利

于迁移者在劳动力市场和日常交往中获得平等地位。 大量研究表明， 掌握迁入地的

语言可以提高迁移者的社会经济地位， 改善其社会交往状况。

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收入、 职业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上。 语

言经济学认为， 语言的相似性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 节约工作搜寻成

本， 提高搜寻效率。 语言还经常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 对移民收入产生影响。

对美国移民而言， 语言溢价现象广泛存在， 英语流利程度有利于他们找到好工作、

获得更高的收入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 ＆ Ｍ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０； Ｂｌｅａｋｌｅｙ ＆ Ｃｈｉｎ， ２００４）。 还有学者认为，

移民收入的种族差异可以由语言等社会文化要素来解释， 并非源于种族歧视的作用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 ＆ Ｒｕｕｄ， ２０１６）。 近年来， 国内学者也越发关注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影

响， 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都被证实。 流入地方言技能能够帮助流动人口

扩大社会网络、 获得信息优势、 增强社会认同， 从而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

（赵颖， ２０１６； 马双、 赵文博， ２０１９）， 且对于服务行业的工人影响更加显著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普通话水平是重要的人力资本， 还有利于隐藏外来者的身份、 减少

就业歧视， 对流动人口的收入能够产生显著的正效应 （Ｇａｏ ＆ Ｓｍｙｔｈ， ２０１１； 秦广

强， ２０１４）， 普通话水平对服务业工人的影响大于其他行业， 对跨方言区流动人口

的影响要大于对方言区内流动人口的影响 （陈媛媛， ２０１６； 王兆萍、 马小雪，

２０１９）。

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影响还体现在社会交往上。 语言是人类通过社会化融入

某一社团的主要手段， 不同族群间的语言壁垒会阻碍双方的交流， 加剧文化隔离和

身份歧视 （Ｓａｘｅｎｉａｎ， １９９５）。 一些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语言在改善移民社会交

往和促进群体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对迁入国语言的掌握有利于扩大移民的交友范围，

促进移民本地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网络的扩展， 提高其社会融入的程度 （Ｂｌｅａｋｌｅｙ

＆ Ｃｈｉｎ， ２０１０； Ｄｕｓｔｍａｎｎ， １９９４）。 方言和普通话是国内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往必

须掌握的语言， 方言和普通话能力的提高都有利于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状况。

方言能够降低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 帮助流动人口建立亲密的社会关系，

增强彼此的信任 （褚荣伟等， ２０１４； 黄玖立、 刘畅， ２０１４）， 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

口隐藏来源地信息， 与本地居民实现平等交流 （葛俊丽， ２０１１）。

近年来， 国内学术界也越发关注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影响， 但大多着眼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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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社会等单方面的后果， 较少涉及主观幸福感。 本地居民根据共同的语言对流动

人口的身份进行识别， 共同的语言有助于建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认同， 减

少流动人口受到身份歧视的可能性， 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目前也鲜有研究对语言能

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做出综合解释。 主观幸福感是多元需求满足情况的体

现， 语言能力产生的经济、 社会后果都可能作用于主观幸福感，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

会交往状况会对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产生中介效应。 此外， 方言和普通话都可

以成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交流工具， 但现有研究仅关注其中一种语言的作用，

缺乏对两种语言作用的比较。 方言和普通话都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但二者所

承载的身份意义有所差异。 方言容易引起情感共鸣， 普通话水平则在现代劳动力市

场中十分重要， 因此方言和普通话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区别。 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将

考察方言、 普通话能力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

三、 研究假设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 人们可以根据某些文化特征的相似性来区分 “内群体” 和

“外群体”， 通过与外群体的有利比较来提高自尊， 对自己所处的内群体产生认同，

对外群体产生偏见和排斥 （Ｔａｊｆｅｌ， １９８２）。 对流动人口而言， 优势资源大多掌握在

本地居民手中， 与本地居民的关系往往能决定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 在双方的互动

中， 语言是最重要的外显性身份信号， 与本地居民拥有共同语言的流动人口更可能

被划归为 “内群体”， 而没有共同语言的则会被排斥为 “外群体”。 被认为是内群体

成员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得到本地居民的认可和尊重， 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 而那

些被认为是外群体成员的流动人口， 则会遭受本地居民的排斥和身份歧视， 产生消

极的情感体验。 流动人口可以使用流入地方言或普通话作为与本地居民的共同语言，

减少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隔阂， 降低身份歧视带来的负面情感。 因此笔者假设方言

能力和普通话能力都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假设 １： 方言、 普通话能力都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流动人口掌握流入地居民使用的语言， 也被称作语言同化现象， 同化论认为迁

入地的强势文化会强制其他成员接受自己的文化， 移民会逐步同化并最终融入迁入

地的主流文化之中 （黎红， ２０１４）。 换言之， 如果流动人口没有掌握当地语言，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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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遭到排斥。 社会认同理论阐释了具体的惩罚方式， 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影

响了资源分配和社会评价， 内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资源和更高的评价， 外群体

会只能得到更少的资源和更低的评价。 在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中， 资源分配体现为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社会评价则体现为社会交往状况。

具体而言，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 职业地位和主观阶层①。 掌握了流入地语

言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中得到接纳与认可， 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信

息、 受到雇主的青睐、 避免就业和工作中的语言歧视， 从而找到更好的工作、 提高

收入水平， 其主观阶层地位也更高。 社会交往状况体现为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

会距离。 在日常生活中， 共同的语言能够减少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负面评价， 增

加双方交流互动的可能性， 增强邻里间的信任与互助， 拉近社会距离， 促进平等、

友好的社会交往。 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社会交往状况的改善又进一步提高了流动

人口主观幸福感。 因此笔者假设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是方言、 普通话影响

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机制。

假设 ２：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是方言、 普通话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

机制。

尽管方言和普通话都是共同的语言信号， 有助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建立社会

认同、 提高主观幸福感， 但二者对应的身份意义存在差异， 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

制也是不同的。 方言是地域性身份的信号， 承载着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人们共

同的文化记忆， 能够激发起强烈的情感共鸣。 地域性身份有利于建立亲密的人际关

系， 以地缘为依托的同乡圈层在中国仍具备强大的情感依赖性和凝聚力 （翟学伟，

２０１４）。 但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地区间货物和人员往来的增加， 方言在经济

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被削弱， 方言的情感功能大于经济功能。 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

为了满足不同地域、 民族间人们沟通的需求而产生， 推广普通话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然要求， 普通话还与教育水平、 文化素质密切相关， 成为现代市民身份的信号。

现代市民身份有助于促进企事业单位的发展， 普通话成为重要的人力资本。 但普通

话的情感内涵相对薄弱， 经济功能大于情感功能。 情感功能有助于消除社会交往中

的怀疑与隔阂， 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改善社会交往状况； 经济功能则帮助个体在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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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个人在报告收入时可能存在隐瞒等现象， 有研究表明主观阶层对社会地位的预测可能比客观阶层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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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中取得优势， 找到更好的工作、 获得更高的收入， 提高社会经济地位。

因此方言主要通过社会交往状况这一中介机制发挥作用， 普通话对于流动人口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社会经济地位这一中介机制发挥作用。

假设 ３： 方言主要通过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状况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普通话主要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四、 数据、 变量与方法

（一） 研究数据

本研究使用清华大学 “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 的数据。 “中国城镇化与

劳动移民调查” 是清华大学主持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性抽样调查。 调查运用多阶段

分层方案， 以 ＰＰＳ 抽样方法， 于 ２０１２ 年在中国大陆 （除青海、 西藏和海南） ２８ 个

省级行政单位 １４７ 个区县中抽取 ５００ 个村居， 之后采用 “地图抽样法” 从村居内抽

取家庭户， 最后以 ＫＩＳＨ 表法抽取一位家庭成员作为调查对象。 笔者选取居住地和

户籍地不属于同一区县的城市样本作为流动人口， 共获得 ３３３１ 个样本。

（二） 核心变量及操作化

本研究主要考察流入地方言能力、 普通话能力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的因变量为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一点都不幸福” “不是很幸福” “比较幸

福” “很幸福” 分别赋值为 １—４。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方言能力和普通话能力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 问卷中共有

３ 个有关于方言的问题， 包括流入地方言与家乡方言的差异 （ “完全没有差别” “有

一点差别” “有一些差别” “有较大的差别” “有非常大的差别” 分别被赋值为 １—

５）、 多大程度上能够听懂流入地方言 （ “完全听不懂” “能听懂一点” “能听懂一

些” “大部分能听懂” “完全听得懂” 分别被赋值为 １—５） 以及是否会说流入地方

言 （ “完全不会” “会说几句” “基本会说” “能比较流利地说” “能完全流利地说”

分别被赋值为 １—５）。 本研究对方言差异、 方言口语和方言听力进行因子分析， 运

用主因子法计算提取得到一个因子， 该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 ８７ ６％ 。 本文对普通话

能力也进行了赋值处理， 在问卷询问了受访者是否会说普通话， “完全不会” “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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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 “基本会说” “能比较流利地说” “能完全流利地说” 分别被赋值为 １—５。

本研究考察的中介变量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 社会经济地位使用

收入、 职业地位和主观阶层来测量。 收入变量为受访者的月总收入， 经过取对数处

理； 职业地位为受访者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ＩＳＥＩ）； 主观阶层为受访者对

自身等级的判断， 取值在 １—１０ 之间， 取值越大等级越高。 社会交往状况使用互动

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来测量。 互动频率是受访者与本地朋友、 邻居的互动频

率， 具体测量为 ３ 个指标： 与此地朋友聊天活动、 与邻居聊天活动、 与此地朋友打

电话的频率， “从不” “很少” “一月一次” “一月 ２—３ 次” “一周一次” “一周 ２—

３ 次” “每天” 分别被赋值为 １—７， 笔者对 ３ 个指标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互动频率变

量， 得分越高表明互动越频繁。 对于社区信任的测量， 问卷中询问受访者， “居住

在本社区的人是相互怀疑还是相互信赖”， 取值为 １—７， 得分越高表明社区信任越

强。 对于社会距离的测量， 问卷中询问受访者， “市民是否愿意与您产生以下关

系”， 包括做亲密朋友、 做邻居、 一起工作、 说话、 通婚以及参与社区管理， “肯定

会” “会” “不确定” “不会” “肯定不会” 分别被赋值为 １—５， 对这些变量进行加

总， 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越远。

此外， 本研究还控制了被访者的年龄、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和受教育年限。

表 １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Ｎ ＝３３３１）

变量 均值 ／ 比例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 比例 标准差

因变量 中介变量

主观幸福感 收入 （取对数） ８ ０４０ ０ ６７０

　 　 一点都不幸福 ２ ０１％ ＩＳＥＩ ３６ ２０ １７ ７１

　 　 不是很幸福 １８ ６４％ 主观阶层 ３ ９１ １ ６９

　 　 比较幸福 ６６ １１％ 互动频率 ２１ ４１ ２ ７４

　 　 很幸福 １３ ２４％ 社区信任 ４ ７１ １ ３０

自变量 社会距离 １５ ０５ ３ ６６

方言 控制变量

　 方言距离 ３ ３６ １ ４３ 性别 （女 ＝ １） ３９％

　 方言听力 ３ ３８ １ ５２ 年龄 ３４ ３７ １０ ４７

　 方言口语 ２ ６２ １ ５０ 民族 （汉族 ＝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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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均值 ／ 比例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 比例 标准差

普通话 ３ ６８ １ ０６ 政治面貌 （党员） ６％

受教育年限 ９ ８１ ４ ００

　 　 注： （１） 连续变量显示均值和标准差， 类别变量显示所占比例； （２） 在此后的回归模型中， 三个方言变

量经过因子分析提取出一个方言因子放入模型中。 为了直观表现变量的基本情况， 表 １ 展示了因子分析前的 ３
个方言变量。

（三） 方法

本文通过对主观幸福感拟合序次 Ｌｏｇｉｔ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模型考察流入地方言

能力和普通话能力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 并进一步通过使用 ＫＨＢ 模型对收入、

ＩＳＥＩ、 主观阶层、 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进行分解。 克里斯

蒂安·卡尔森等人开发了 “混杂效应” 和 “标尺改变效应” （ＫＨＢ） 方法估计中

介效应 （Ｋｏｈｌ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Ｂ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这一方法可以运用于 Ｌｏｇｉｔ、 序

次 Ｌｏｇｉｔ、 多分类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等模型， 本文使用的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适合使用 ＫＨＢ 方

法来估计。

假定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中因变量对应的连续潜变量为 ｙ∗， 假设 ｘ 是主要的自变量，

Ｚ 为中介变量， Ｃ 是控制变量。 模型 １ 为对中介变量加以控制的模型， 模型 ２ 为不

控制中介变量的模型。

ｙ∗ ＝ α１ ＋ β１ｘ ＋ γ１Ｚ ＋ δ１Ｃ ＋ ε１ （１）

ｙ∗ ＝ α２ ＋ β２ｘ ＋ δ２Ｃ ＋ ε２ （２）

此时中介变量 Ｚ 的中介效应 Δβ ＝ β２ － β１， 对于拟合的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系数 ｂ１ 和

ｂ２ 来说， ｂ１ ＝
β１

σ１
， ｂ２ ＝

β２

σ２
。 σ１ 和 σ２ 为刻度参数 （ｓｃａｌ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二者由模型残差

的标准差决定， 不同模型对应的刻度参数不同， 但 ｂ１ － ｂ２≅β１ － β２。 ＫＨＢ 方法的解

决方法是， 先拟合以 Ｚ 为因变量， ｘ 为自变量的模型 Ｚ ＝ ｃ ＋ ｄｘ ＋ ｒ， 得到该模型的残

差 ｒ， 然后不直接拟合模型 １， 而是将 ｒ 作为自变量进行拟合， 得到：

ｙ∗ ＝ α２∗ ＋ β２∗ｘ ＋ γ２∗ ｒ ＋ δ２∗Ｃ ＋ ε２∗ （３）

模型 ２∗和模型 １ 的拟合度相同， 所以 ε１ ＝ ε２∗， 也就是说其对应的刻度参数 σ１

和 σ２∗相同； 同时 ｘ 和 ｒ 不完全相关， 与模型 ２ 对比可以得到 β２ ＝ β２∗。 在相应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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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中中介变量 Ｚ 的效应可以表示为 ｂ２∗ － ｂ１ ＝
β２∗

σ２∗
－
β１

σ１
＝
β２ － β１

σ１
， 由此我们

就可以分解自变量 ｘ 对因变量 ｙ 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大小。

五、 研究结果

（一） 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建立嵌套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来检验流入地方言、 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产生

的影响， 以下模型均通过 Ｂｒａｎｔ 检验 （Ｐ 值大于 ０ ０５）， 满足平行性假定。 模型 １ 加

入方言能力、 普通话能力和性别、 年龄、 民族、 政治面貌、 受教育年限等控制变量，

考察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收入、 ＩＳＥＩ 和主

观阶层， 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 ３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互

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 考察社会交往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 ４ 同

时加入收入、 ＩＳＥＩ、 主观阶层、 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 考察语言能力影

响主观幸福感的具体作用机制。 模型拟合结果见表 ２。

模型 １ 的结果显示， 方言、 普通话能力均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

效应， 方言因子得分每提高 １ 个单位， 主观幸福感提升 １ 个等级的发生比约增加

２７％ （ ＝ ｅ０ ２３５ － １）， 普通话能力每提高 １ 个单位， 主观幸福感提升 １ 个等级的发生

比约增加 ２３％ （ ＝ ｅ０ ２０５ － １）。 方言和普通话能力可以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

感， 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１ 得到验证。 模型 ２—模型 ４ 加入中介变量后， 方言能力和

普通话的系数变小， 但仍然显著为正。 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能够部

分解释方言、 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语言能力的直接效应也依然存在。

在模型 ２ 中收入和主观阶层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 收入对数每增

加 １ 个单位， 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增加 ２４％ （ ＝ ｅ０ ２１１ － １）， 主观阶层每提高 １ 个

等级， 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增加 ３９％ （ ＝ ｅ０ ３３１ － １）， 收入和主观阶层地位能够提

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 但 ＩＳＥＩ 的作用不显著①， 这可能是由于流动人口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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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相对集中， ＩＳＥＩ 指数不能很精确地测量职业内部的等级分化造成的。 模型 ３ 的

结果显示， 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 社会距离

的影响显著为负。 互动频率每增加 １ 个单位， 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提高 ４％

（ ＝ ｅ０ ０３９ －１），社区信任每增加 １ 个单位， 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提高 ２８％ （ ＝ ｅ０ ２４７ －

１）； 社交距离每增加 １ 个单位， 主观幸福感的发生比约降低 ６％ （ ＝１ － ｅ － ０ ０５８）。 社

交互动频率越高、 社区信任程度越高、 感知社会距离越小， 流动人口越幸福。 模型

４ 加入所有变量后， 收入、 主观阶层、 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的效应仍然

显著， 假设 ２ 得到了支持。

　 　 表 ２ 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序次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Ｎ ＝３３３１）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性别
 ２０７∗∗

（ ０７５）
　  ２２０∗∗

（ ０７７）
　  １８９∗

（ ０７５）
　  ２０４∗∗

（ ０７７）

年龄
 ０３７

（ ０２１）
 ０２２

（ ０２１）
 ０４０

（ ０２１）
 ０２４

（ ０２２）

年龄平方
－  ０３７　
（ ０２８）

－  ０１７　
（ ０２８）

－  ０４１　
（ ０２８）

－  ０１９　
（ ０２８）

民族
 ２２１

（ １３４）
　  ３７３∗∗

（ １３５）
 １６６

（ １３６）
　  ３１６∗

（ １３７）

受教育年限
　  ０４０∗∗∗

（ ０１１）
 ００９

（ ０１２）
　  ０３４∗∗

（ ０１１）
 ００６

（ ０１２）

政治面貌
 ３１５

（ １６２）
 ２０９

（ １６４）
 ２９７

（ １６３）
 １９６

（ １６５）

方言
　  ２３５∗∗∗

（ ０４２）
　  ２１８∗∗∗

（ ０４２）
　  １４２∗∗∗

（ ０４３）
　  １３９∗∗

（ ０４３）

普通话
　  ２０５∗∗∗

（ ０３９）
　  １６２∗∗∗

（ ０４０）
　  １８８∗∗∗

（ ０３９）
　  １５１∗∗∗

（ ０４０）

收入
　  ２１１∗∗∗

（ ０５９）
　  ２０４∗∗∗

（ ０５９）

ＩＳＥＩ ／ １００
 ０４８

（ ２４７）
 １０４

（ ２４９）

主观阶层
　  ３３１∗∗∗

（ ０２４）
　  ３０３∗∗∗

（ ０２４）

互动频率
　  ０３９∗∗∗

（ ００９）
　  ０３３∗∗∗

（ ００９）

社区信任
　  ２４７∗∗∗

（ ０３０）
　  ２３０∗∗∗

（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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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社会距离
－  ０５８∗∗∗

（ ０１０）
－  ０４４∗∗∗

（ ０１１）

截点 １ － １ ９０１∗∗∗

（ ４４３）
 ２３４

（ ５９１）
－ １ ２３７∗

（ ５１１）
 ８３５

（ ６４６）

截点 ２
 ６６３

（ ４２９）
　 ２ ８７３∗∗∗

（ ５８３）
　 １ ３７９∗∗

（ ４９９）
　 ３ ５１８∗∗∗

（ ６３８）

截点 ３ 　 ３ ９９９∗∗∗

（ ４３７）
　 ６ ４１７∗∗∗

（ ５９５）
　 ４ ８４８∗∗∗

（ ５０９）
　 ７ １６４∗∗∗

（ ６５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２  ０５８  ０４５ ０ ０７７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３０４５ １０５ － ２９２６ ９１７ － ２９６６ ７３２ － ２８６９ ２２

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ｄ １２５ ６５６ ３６２ ０３２ ２８２ ４０１ ４７７ ４２５

　 　 注：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２） 括号中为标准误。

（二） ＫＨＢ 效应分解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各个中介变量所发挥的作用， 笔者使用 ＫＨＢ 方法进行效应分

解， 表 ３ 给出了 ＫＨＢ 方法的估计结果。 首先， 笔者在模型 ４ 的基础上分别单独加入

收入、 ＩＳＥＩ、 主观阶层、 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 ６ 个中介变量， 考察每个

中介变量单独解释的方言效应、 普通话效应的比例。 然后笔者再在模型 ４ 的基础上

同时加入所有中介变量， 考察中介变量共同解释的方言效应、 普通话效应的比例。

如表 ３ 所示， 当单独放入每个中介变量时， 方言能力具有显著的总效应和直接

效应， 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 收入、 ＩＳＥＩ 和主观阶

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结合表 ２ 来看， 方言能力通过增加流动人口的互动频率、 增

强社区信任、 缩短社会距离， 提高了其主观幸福感。 就普通话而言， 总效应和直接

效应也是显著的， 收入、 主观阶层、 互动频率和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

ＩＳＥＩ 和社区信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结合表 ２ 可以发现， 普通话能力通过提高流动

人口的收入和主观阶层， 增加互动频率、 缩短社会距离， 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就各个变量单独解释的比例来看， 社区信任对方言效应的解释比例最大， 为

２６ １３％ ， 社会距离解释了方言效应的 １９ ４２％ ， 互动频率解释了方言效应的

７ ５６％ 。 主观阶层对普通话效应的单独解释比例最大， 为 ２０ ５１％ ， 收入、 互动频

率和社会距离分别解释了普通话总效应的 ９ ７６％ 、 ６ ９５％ 和 １０ ３５％ 。 当把所有中

介变量同时加入模型后， 各个变量可以解释的比例有所下降。 社区信任仍然是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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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效应贡献最大的中介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 （收入、 ＩＳＥＩ 和主观阶层） 共解释了方

言效应的 ９ ６１％ ， 社会交往状况 （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 共解释了方言

效应的 ３４ ７９％ 。 社会交往状况的解释效果是社会经济地位的 ３ ６ 倍， 方言对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社会交往状况发挥作用。 主观阶层对普通话效应的解释高于

其他中介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 （收入、 ＩＳＥＩ 和主观阶层） 共解释了普通话效应的

２４ １１％ ， 社会交往状况 （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和社会距离） 共解释了普通话效应

的 ８ ７６％ 。 社会经济地位的解释效果是社会交往状况的 ２ ８ 倍， 普通话主要通过提

高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 部分验证了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表 ３ ＫＨＢ 模型的分解结果　 （Ｎ ＝３３３１）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单独解释比例 （％ ） 共同解释比例 （％ ）

方言

总模型 （模型 ４） 　  ２５０∗∗∗

（ ０４２）
　  １３９∗∗

（ ０４３）
　  １１１∗∗∗

（ ０２２）
— ４４ ４０

收入
　  ２３６∗∗∗

（ ０４２）
　  ２３５∗∗∗

（ ０４２）
 ００１

（ ００６）
　  ２７ 　  １６

ＩＳＥＩ 　  ２３５∗∗∗

（ ０４２）
　  ２２７∗∗∗

（ ０４２）
 ００８

（ ００５）
３ ３１ 　  ７１

主观阶层
　  ２４３∗∗∗

（ ０４２）
　  ２１８∗∗∗

（ ０４２）
 ０２５

（ ０１５）
１０ １７ ８ ７４

互动频率
　  ２３５∗∗∗

（ ０４２）
　  ２１８∗∗∗

（ ０４２）
　  ０１８∗∗

（ ００７）
７ ５６ ４ １９

社区信任
　  ２４１∗∗∗

（ ０４２）
　  １７８∗∗∗

（ ０４２）
　  ０６３∗∗∗

（ ０１２）
２６ １３ １９ ７１

社会距离
　  ２３７∗∗∗

（ ０４２）
　  １９１∗∗∗

（ ０４２）
　  ０４６∗∗∗

（ ０１０）
１９ ４２ １０ ８９

普通话

总模型 （模型 ４） 　  ２２５∗∗∗

（ ０４０）
　  １５１∗∗∗

（ ０４０）
　  ０７４∗∗∗

（ ０２１）
— ３２ ８７

收入
　  ２０６∗∗∗

（ ０３９）
　  １８６∗∗∗

（ ０３９）
　  ０２０∗∗

（ ００７）
９ ７６ ５ ５８

ＩＳＥＩ 　  ２０５∗∗∗

（ ０３９）
　  １９７∗∗∗

（ ０３９）
 ００８

（ ００５）
４ ０８ 　  ８５

主观阶层
　  ２２０∗∗∗

（ ０３９）
　  １７５∗∗∗

（ ０３９）
　  ０４５∗∗

（ ０１６）
２０ ５１ １７ ６８

互动频率
　  ２０８∗∗∗

（ ０３９）
　  １９４∗∗∗

（ ０３９）
　  ０１４∗

（ ００７）
６ ９５ ３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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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单独解释比例 （％ ） 共同解释比例 （％ ）

普通话

社区信任
　  ２１１∗∗∗

（ ０３９）
　  ２１３∗∗∗

（ ０３９）
－  ００２　
（ ０１０）

－  ８９ －  ６５

社会距离
　  ２０８∗∗∗

（ ０３９）
　  １８６∗∗∗

（ ０３９）
　  ０２２∗∗

（ ００８）
１０ ３５ ５ ６３

　 　 注：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２） 括号内为标准误。

六、 结论和讨论

本文讨论了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验证了流动人

口的方言和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并进一步分析、 比较了其中介作用机

制。 本文有如下发现。 首先， 流入地方言和普通话能力都可以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

主观幸福感， 即使在控制了受教育水平、 性别、 年龄、 政治面貌等要素后， 语言能

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仍然显著。 其次，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状况是语言能力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机制， 共同的语言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 改善

其社会交往状况。 最后， 方言和普通话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就方言而言， 收入、

职业地位和主观阶层等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互动频率、 社区信任

和社会距离等社会交往状况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 其中又以社区信任的解释比

例最大。 就普通话而言， 收入、 主观阶层、 互动频率和社会距离的中介效应均显著

为正， 社会经济地位机制和社会交往状况机制同时存在， 但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大

于社会交往状况， 主观阶层所解释的比例高于其他中介变量。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 语言是外显性的身份信号， 在识别身份群体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拥有共同的语言有助于减少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歧视， 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在

中国背景下， 流动人口的数据不涉及国际移民研究中种族歧视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

再次证实了语言能力会对迁移者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同时， 主观幸福感是对人们

生活的综合评价， 本文试图通过这一指标对以往有关语言能力后果的研究加以整合，

将流动人口在经济、 社会层面的情况作为中介变量， 验证了语言能力会影响到流动

人口的工作、 生活的方方面面。 此外， 本文还尝试对方言和普通话的作用进行比较，

５１２

·论　 　 文· 语言能力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吗？



二者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存在差别， 方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交

往状况上， 普通话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上。 在转型时期

的中国， 方言所具备的情感功能仍然不可替代， 普通话的经济功能也越发重要， 对

于流动人口而言， 仅掌握方言或者仅掌握普通话都是不够的。

这提醒有关部门在解决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时， 要重视语言的作用。 继续推广普

通话， 开设普通话培训班， 帮助流动人口更好地掌握语言人力资本， 适应劳动力市场

上的语言要求， 减少语言壁垒。 方言是地区文明的一部分， 每一种方言都是祖国重要

的文化遗产， 方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 对语言的尊重是开展真正对话的

前提。 要帮助流动人口克服语言上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倡导开放、 包容的文化氛围。

因此加大宣传力度， 促使本地居民了解文化多样性， 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其他地区的语

言文化。 同时， 也要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文化的了解， 开设文化讲习班， 对流入地

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有助于流动人口增强对流入地的归属感。 开设普通话和方言培训活

动， 减少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文化隔离， 帮助流动人口更好地与周围居民交流。 举

办多种多样的社区 “破冰活动”， 给当地居民与流动人口提供相互认识、 相互了解的

机会， 扩大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范围， 增强双方的情感认同， 建立和谐的社区氛围。

关注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 提高其幸福感， 是促进城市稳定和谐的重要举措。

本文为研究语言能力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具体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本

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本地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丰富的流动人口也更有可能通过本

地朋友学习流入地方言， 这可能导致方言能力和社会交往状况之间存在双向因果，

但受制于截面数据的局限， 本文没有排除双向因果的问题。 中国各地方言存在巨大

差异， 不同地区方言听、 说的难度也有所不同， 方言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区

域差异， 本文没有具体区分不同的语言区的差异， 也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 希

望今后有更多的研究， 能够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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